
科技导报2022，40（22）www.kjdb.org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共信息
发布：核心要素、演化路径及关键问题
郑昱

摘要 公共信息发布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保障社会秩序

的重要手段。通过系统梳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内外公共信息发布领域的研究成果，

总结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信息发布科学设计的核心要素、事件发展多阶段演化

路径。通过分析指出目前该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信息发

布研究中，应重视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信息发布与舆情演化的平衡问题、公共信息发布的规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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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包括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

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一般被界定为“大范

围，迅速地或不可预期地威胁大规模人群日常生活

的事件”[1]，其中突发传染病疫情是影响全世界最多

人数的严重全球危机之一[2]，这类疫情所具有的严

重传染性，在给社会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巨大

威胁的同时，伴随而来的社会舆论也会产生巨大的

社会影响，应对不当会加剧社会风险的形成，需要

迅速采取包括公共信息发布、与公众互动等风险沟

通策略在内的多层面大范围应对措施，这对于有效

控制和减轻疾病传播，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3]。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暴

发后，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从 SARS疫情中所汲取

的 7个教训，其中特别指出，全球卫生安全取决于

所有国家从源头迅速发现和遏制公共卫生威胁的

能力，取决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沟通的

有效性[4]，强调科学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需要“在了

解公众态度、关切、知识和处境的基础上，通过结合

多种沟通技术和各类媒体渠道引导公众做出理性

选择，并尽早发现、及时应对谣言、错误信息及其他

沟通困境，以减少疾病爆发等威胁所造成的伤害”
[5]。特别是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控制过程中，世界卫

生组织认为风险沟通与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

88



科技导报2022，40（22） www.kjdb.org

查同等重要，对有效控制疫情进展具有重要作用[6]，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及时、透明和积

极主动的风险沟通至关重要[7]。公共信息发布作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有效、规范程度不仅与危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有

关，也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8]。值得注

意的是，在新时代多媒体终端、跨媒体平台的条件

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爆的网络舆论传播

速度更快，信息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增加了引发次

生舆情的风险。例如，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

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真假不一的信息，使公

众很难区分哪些是可靠信息来源和有效防疫指南”

现象，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将此类新冠肺炎所引发的

公众恐慌和混乱问题称之为“信息疫情（infodem⁃
ic）”[9]。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治

理过程中，如何通过规范公共信息发布有效提升风

险沟通效能，是新媒体时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1 核心要素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发布公共信息一

般分为 3类：指导性信息、解释性信息和信任性信

息[10]，其中指导性信息着重于告诉公众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采取哪些措施，以保护自己；

解释性信息主要用于解决因不确定性以及对疫情

可能造成危害的恐慌而引起的心理压力；信任性信

息的发布目标是要确保组织机构的声誉，保持公众

对其的信任[11]。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 3
类公共信息往往涉及多维度的风险信息，从风险信

息与观点相互作用的过程角度，科学有效的公共信

息发布对于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及时获得所需

关于风险的有效信息，协调政府与公众的认知和决

策，并对行为引导发挥重要作用[12]。研究发现，公

众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看法与所获得

信息中对风险的描述有关，因此，在深入理解公众

对公共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科学设计公共

信息以提升风险沟通效能[1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3类公共信息科学设计的核心要素如下。

1.1 指导性信息的确定性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所具有的风险

属性会给公众产生心理高压，虽然压力可以吸引公

众对于风险信息的注意力，但压力之下的注意力聚

焦会变窄，这会降低公众准确衡量众多信息并做出

理性判断的能力[14-15]，公众对于所处情境的认知更

易出现偏差，这种认知偏差表现在决定公众如何应

对危险的是其对风险的看法，即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公众通常是基于风险感知而不是实际风

险做出决策[16]，这种认知偏差会显著增加风险沟通

的难度。一般而言，公众会高估罕见的严重事件、

低估常见但不太严重事件的发生概率，同时也很难

识别随着疫情暴发所产生的累积风险[17]。因此，公

众的认知判断，特别是当与信息发布中的风险表述

相联系时，高度依赖于所获取公共信息确定性的影

响[18]，在风险沟通情境中，这些影响作用被放大。

例如，在 2005年 9月 10—12日的一项对卡特里娜

飓风的 680名受灾民众的调查表明，61%未撤离人

群中约 30%民众报告未撤离原因是他们没有收到

疏散信息，约 30%民众表示他们收到了疏散信息，

但并没有收到如何疏散的确定信息，另有 28%的

民众表示未撤离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飓风后果没有

那么严重，这意味着公共信息发布的缺失、误解会

引发公众的不作为或错误作为[19]。认知偏差会使

公众很难接受政府机构推荐的一系列保护行为[20]。

具体而言，公共信息的确定性是指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公众需要应如何行动的明确指导信息，

包括具体详细信息和可操作信息，由于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公众表达了大量被唤醒的恐慌和焦

虑[21]，因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指导性信息的

发布需要明确的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信息上没有含

糊不清的表达。

1.2 解释性信息的调适性

负性特征支配理论发现，当公众焦虑时更倾向

于接受负面而不是正面报道，更重视负面信息而不

是正面信息，对于正面信息的公开报道也会保持怀

疑态度[12]，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易滋

生各类谣言，公众面临海量信息的冲击[22]，会产生

更多的从众行为。当疫情暴发时所产生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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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公众的高情绪反应

强度从而进行大量非理性的情绪表达[23]。因此，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共信息发布需要关注

公众的情绪反应，并且需要结合疫情发展不同阶段

公众的情绪反应进行动态调适。有研究指出，不仅

需要结合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公共信息发布还需要结合疫情所发生

区域的风险感知差异，根据公众对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风险感知和情绪反应程度，分为 4类发布

策略：（1）对于低愤怒高风险区域，以指导性信息

发布为主；（2）对于高愤怒低风险区域，需要确认

对于其利益有威胁的来源，需要更多地方管理机构

的联合参与；（3）对于低愤怒低风险区域，主要目

标是确认风险信息的来源，并使公众保持安全感；

（4）对于高愤怒高风险区域，以解释性信息为主，

所发布信息需对公众心理有调适作用，让公众有安

全感、控制感以及希望感[24]。

1.3 信任性信息的可接受性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即时建立或保

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5]，事件的紧迫

性意味着若该情境下存在信任缺乏，政府所发布的

公共信息对于公众行为的建议、指引将很难获得有

效回应，这将进一步阻碍疫情的有效控制，最终会

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25]。信任性信

息发布的目标是要确保组织机构的声誉，保持公众

对其的信任[11]，在公共信息发布没有统一标准的情

况下，不同发布主体的公共信息重复发布、公共信

息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会严重影响公众对

于信息的信任程度，从而有可能扩大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通过对埃博拉

疫情和MERS疫情的案例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增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不仅可

以有效减轻公众恐惧，还是阻止疫情快速传播的关

键战略[26]。公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程度越高，接受

信息后缓解恐惧感知的有效性就越高，这意味着公

众很难简单直接地接受组织和专家提供的建议即

可缓解其风险感知并减少非理性行为[13]，有研究者

对 2003年 6月 5日至 9月 12日 SARS期间 232名中

国被试调查发现，个体对渠道重要性和可信度的评

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事后检验表明对相

关专家的可信度评价高于对政府和单位的评价[27]，

只有在互相共同构建信任后，公众才可能会接受、

认可政府机构所发布的信息，这种共同信任的构建

是有效风险沟通的必要条件[28-29]。

综上，在公共信息发布时包含上述要素的信息

传播可以产生“汇聚性”效应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

产生“共鸣”[30]，有助于提升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减

少公众的认知偏差。

2 发展路径：理念整合与多阶段演化

2.1 理念整合——基于应急风险沟通视角的公共

信息发布概念模型

公共信息发布是风险沟通的核心组成部分，风

险沟通的核心理念经历了 3个阶段的变迁：从早期

“忽视公众”到“专家对公众的单向沟通”，再到“重

视公众”的现阶段[29]。公共信息发布的过程是风险

信息和各方观点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

与风险直接相关的公共信息传递及反应，也包括应

急管理过程中各级组织机构发布的相关法规和措

施等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发布在协调政府与公众的

认知、决策、行为之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2]。较之

风险沟通中的公共信息发布，危机沟通中的公共信

息发布更关注危机发生后的组织形象修复及减少

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一种

形式，其侧重点在于对危机事件或情境的管理和控

制，其理念主要构建于沟通过程及应对策略方

面[11]。

随着应急管理多阶段之间关联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国内外研究者开始基于二者的核心理念构建

了一种新的整合模型——应急风险沟通模型，该模

型强调需要关注突发事件发展各个关键节点上所

发布公共信息和公众的心理诉求的迎合[16]。2018
年，Seeger团队[31]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应急风险沟通的概念模型（图 1），指出应急风险沟

通过程是一个系统集成过程，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各个发展阶段的多个要素，包括公共信息

需求、多部门之间的横纵向协作及全过程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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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共信息需求环节的要素涵盖公共信息发布

主体、信息来源及信息内容。目前，把突发公共事

件中的应急风险沟通研究视角纳入公共卫生领域

正处于起步阶段，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

要社会治理意义，未来需结合其发展性特征予以深

入探究。

图1 基于应急风险沟通视角的公共信息发布概念模型

2.2 多阶段演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

信息发布的演化路径

应急风险沟通模型强调了在突发事件的不同

发展阶段公共信息发布的重要性[13,31]，根据流行病

学特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潜伏期、暴发

期和消退期 3个阶段[10]，已有研究发现每个阶段公

众的信息需求、关注主题、情感诉求所呈现的变化，

会导致公众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需求的差异演

化[32]。例如，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伏期，

此时事实信息较为有限，而公众为了解即将到来的

风险，对疫情信息确认及行为指导存在较高信息需

求，若具有事件说明属性的公共信息发布不及时会

形成较严重的社会“质疑”，也会衍生出更多社会恐

慌类集群行为[32]。对此，研究者认为潜伏期内政府

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与现有应对措施等指导性信

息。由于个体风险感知可能与卫生专业人员根据

当前情况研判所得的实际风险不同，公众对事实真

相的需求变得更加尖锐，感知到的威胁所产生的焦

虑，会降低公众有效处理信息以及进行复杂决策的

能力，回归分析显示焦虑是预测公众行为的唯一显

著变量（P＜0.05）[21]。对此，潜伏期公共信息发布

需关注的重点是：公布事件应对计划方案、降低风

险的措施，确认应对风险所需资源情况并阐明责任

主体，建立公众可信赖的求助方式，并允许公众表

达其焦虑[33]。随着疫情进入暴发期，公众高度关注

媒体持续报道中不断变化的疾病控制进展及最新

行为建议，进而在社交媒体上互动交流的意见表达

急剧增加，该阶段也是谣言的暴发期，面对各种伤

亡等高风险信息的发布，公众易产生对于政府疫情

管理控制能力的质疑，对于下一步疫情发展变化的

悲观预期，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新媒体时代

的快速信息传播下，极易导致次生舆情事件[34]。因

此，暴发期应以及时发布治疗信息、疫情进展和公

众应对保护措施等信息为主，在谣言治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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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政府机构、权威媒体应保持与公众的信息互动，

解释并承认疫情进展中的不确定因素，通过信息的

及时公布、如实公布维持和增加公众信任。需要注

意的是，此阶段的“及时回应”涵盖事实信息与谣言

信息。2015年，有研究者对 2565个部门随机抽样

811个地方卫生部门的调查显示，不回应或直接

“删帖”易形成事实认同，延迟回应易形成道德冷漠

感，这都会危害公众对政府信任和疫情控制的信

心[35]。

进入消退期后，此阶段公众处于反思状态，因

果关系、问责制以及应急响应的充分与否可能会占

据该阶段舆情的主导地位。在新媒体时代，问责会

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出现，因此，此

阶段公共信息发布的透明度越高越有助于减少不

利的次生影响[32]。同时，发布关于事件的意义及未

来指向的叙事信息可以减轻公众的负面感受，例

如，发布事件后新增的应对计划信息、治疗信息的

研究新进展等，对于提升公众满意度非常重要[35]。

3 关键问题

3.1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信息发布与舆情演化的

平衡问题

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公众会感知

到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由此产生的恐惧

感知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减少这种恐惧，信息源的

可信度与恐惧感受的降低呈正相关，信息源影响个

体感受到的恐惧程度，进而影响态度和行为[23]。

2003年 SARS疫情期间，大量的媒体报道引发了公

众的过度反应和增加了公众的风险感知[36]，在 2009
年H1N1疫情期间，传统媒体所报道有关病毒严重

性和易感性的信息，导致公众高估了感染风险[12]，

有研究者对比 122名专家和 150名非专家公众发

现，非专家公众的风险感知更多地受到新闻媒体报

道的影响，而专家更多地受到统计数据的影响，二

者差异显著（P＜0.05）[21]。因此，公共信息发布必

须考虑如何科学有效地向公众传达风险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防止公众恐慌之间，

在信息发布的透明性、确定性和满足公众在疫情不

同发展阶段的心理需求动态变化之间如何寻求平

衡是目前研究的难点。

有研究发现，一味提供完全确定性的信息并不

会提高公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程度，与公众如实交

流的不确定性信息，例如公开承认“对某些关键信

息的不了解”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是必要的，会保护

甚至增加公众对信息的信任程度[37]。信息发布的

及时性与公众信任之间需要寻求平衡，面对公众的

高度关注，政府组织机构通常需要迅速回应公众关

切，例如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欧洲的快速回应。

但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某些新问题的研判

确实需要时间[28]，且需要随着疫情发展变化而持续

不断地调整初始信息，因此过快的响应速度可能随

后在公众中造成混乱，而且前后不一致、矛盾的信

息发布还会进一步降低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

例如 2011年德国溶血性尿毒综合症暴发期间，所

出现的不一致信息引发公众大量质疑。如何避免

发布不一致信息和避免信息发布延误之间的关系

也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关注[38]。

面对公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焦虑

与恐慌，公共信息发布还需要把握积极信息与消极

信息的平衡程度。由于消极信息会在公众的风险

感知中被赋予更大权重，有研究者建议战略性使用

积极信息来应对社交媒体上的消极情绪[13]，希望通

过大量积极信息可以降低消极信息的负面作用。

但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讨论疾病暴发

的负面影响也是吸引公众和构建信任的重要途径，

因为如果在此种情境下无视公众的恐惧反应一味

发布大量积极信息反而是被视为一种消极“不作

为”行为，会严重影响公众的信任程度。因此，认识

到公众的焦虑和恐惧可能是构建信任、建立联系的

关键方法。例如有研究者对 2014年 9—12月期间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MSF发布

的 779条推文使用内容分析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可带来风险感知的图片获得了显著更多的转发

量（P＜0.001），即使是在非视觉类社交媒体平台上

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视觉信息在人们记忆中停留的

时间更长，这类信息处理在感知到威胁、恐惧的高

压力情况下尤其重要，这意味着媒体在报道更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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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信息（例如乐观治疗方案信息）时应更加谨慎，需

要发布更全面的危机信息，在危机的严重性与解决

方案的乐观前景之间寻求平衡[39]。

3.2 进一步提升公共信息发布的规范程度问题

《国际卫生条例（2005）》明确要求所有国家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健全风险沟通能力以

增加对卫生风险的全面了解，以便进行系统沟通、

应对和管理，厘清风险沟通的核心理念并纳入更标

准化的规则做法，将会进一步改善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对于公众的影响[40]。世界卫生组织 2008年
在流行病暴发期所发布的沟通指南中强调，风险沟

通的重要规则是：建立信任，及时发布信息，保持透

明度，关注公众[6]，这些规则也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公共信息发布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

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预案中公共

信息发布的过程维度和内容维度，已有如下最佳实

践原则在学界达成共识，见表1[41-43]。

表1 基于风险沟通规则的公共信息发布过程维度、内容维度总结

风险沟通规则[6]

及时发布信息

建立信任

保持透明度

关注公众

公共信息发布的过程维度[41]

解释当前关于该事件对人类健康威胁的已知

情况；解释当前关于该事件对人类健康威胁的

未知情况

明确问责；明确承诺

解释事件的发生原因和过程，发布公众可以

采取的具体行动步骤，以减少个人风险

表达对威胁人类健康的同理心

公共信息发布的内容维度[43]

在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中必须包括自我保护的指

导性信息

各个层级的组织机构应确保向公众发布一致性信

息，组织机构之间所发布的信息不一致，会被公众认

为其缺乏合作从而降低对于信息源的信任程度[42]

发布信息的方式需要做出适度调整与整合以提高

公众对于公共信息的有效理解和可信度[13]

按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周期，针对社会

公众的心态变化需及时提供相应的解释性信息以缓

解心理压力

不能忽视的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公共信息发布的有效性还需要充分考虑各级组织

机构横向、纵向的协作问题[13]。当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处于暴发期时，面对新发传染病的性质不

清和相关信息研判所需费时，从而极有可能使各级

组织的工作重心呈发散状态，疫情信息的处理标准

存在差异，各级政府机构在协调和组织疫情应对时

存在与其他机构信息交换的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各

级政府机构之间的纵向沟通，以及不同类型机构内

部横向沟通之间的协作优化问题[44]。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发传染病疫情的病毒性质和对

疾病的应对反应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对病例数和

传染途径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国家级防疫部门特别

需要依靠疫情当地组织机构及时反馈更多准确且

具体的核心信息来制订后续的应对措施。一旦疫

情暴发，由于传染病传播的跨界性质，其覆盖范围

更广，将会涉及更多地区，因此，各级部门是否存在

及时的透明信息共享非常重要，缓慢的信息共享将

对快速阻止病毒传播制造增加更大难度，公共信息

发布的主体、内容及形式亟需予以科学规范，这意

味着，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风险沟通中

重视公共信息发布的规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31]。

但是，就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中国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规范化公共信息发布方面

还面临较大挑战[45]，在进一步有效增进公共信息可

接受性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新冠疫情新闻

发布过程中所呈现的数据提供不充分、回应社会关

切不及时、所发布公共信息前后不一致，疫情信息

的专业供给未能满足公众对疫情信息的心理需求

等问题[46]。迫切需要建设、完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

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共信息发布规范，

以进一步控制和减少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

发的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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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给社会公众健康和

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社会舆

论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对控制疫情进展带来干

扰和重大影响，所产生巨大冲击力甚至可能直接导

致产生新的社会安全事件。随着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公共信息发布需要结

合公众在疫情各个阶段的信息需求，需要结合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个发展周期中的沟通要素、应

对方法以实现国家应急管理系统的高效运作。通

过公共信息实现“有效而准确的沟通”可以挽救公

众的生命财产，有助于维持和提升公众的政府信

任[8]，公共信息发布的科学化、规范化有助于科学应

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舆情，是新媒体环

境下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是维护国

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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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fo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ore elements, evolutionary path and

critical issues

AbstractAbstract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risk communication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social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rocess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public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research aims at formulating norms for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fo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China. Taking the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as a foothold, the core elements and evolution path of publ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re explored. There are three core elements of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certainty of instruction public information, moderation of explanatory public information and acceptance of
credibility public information. Based on public opinion of incubation period, acute period and remission period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should focus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 In addition, the balance,
heterogeneous and standard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s critical issues are
revealed.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would be helpful in gain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for decision makers, so as to provide important expansion and a useful supplement for the research of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help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China,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icacy of public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for Chinese emergency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KeywordsKeywords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promulg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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